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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角下微塑料污染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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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新近研究发现的污染物,微塑料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污染物的诸多特征。 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来看,

微塑料的治理具有必要性。 当下微塑料的法律认知欠缺、现行法律框架对微塑料污染的规制力不足及存在法律

适用矛盾等方面,深刻反映了现行环境法律框架在规制客体、规制体例与理念上与微塑料治理理想范式的出入。

基于此建议未来应逐步确立风险沟通、长效治理与分配风险利益的微塑料治理理念,从厘清微塑料的基础概念

要素与推进法律表达的层面构建标准化规则;从强化塑料制品源头减量、管控公众行为风险与确立塑料制品税

费制度等方面建立微塑料监管规则;从微塑料污染风险事前评估、污染跨界转移预防与污染发生后进行公平救

济等方面建立微塑料的综合治理规则。 在规范体系的建构上,制定微塑料治理专门条例,推进微塑料治理与环

境法律体系内容的衔接与完善,修改与微塑料相关的环境技术标准与产品标准,以此在法学方法论层面为我国

微塑料污染的实务治理提供规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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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Regulation of Microplastics Pol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ZHENG Zeyu, CHEN Demin
(Law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 As a newly discovered pollutant, microplastics exhibit many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ollut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Theory, the governance of microplastics is necessary. At present, the

lack of legal recognition of microplastics, the inadequate regulatory power of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on microplastics

pollution and the contradictory application of the law reflec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legal

framework and the ideal paradigm of microplastics governance in terms of regulatory objects, regulation styles and

concept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microplastics governance concept of risk communication, long-

term govern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risk-benefit, build standardized rules from clarifying the basic conceptual

elements of microplastics and promoting legal expression; establish microplastics regulation rules from strengthening the

source reduction of plastic products, risk control of public behavior and establishing the taxation system of plastic

products, etc; establish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rules for microplastics in terms of prior assessment of microplastic

pollution risks,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transfer of pollution and equitable relief after pollution occurs.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mative system, formulating special regula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microplastics,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ntent of microplastics governa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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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ng the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product standards related to microplastics, so as to provide normative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al governance of microplastics pollution in China at the level of jurisprudence methodology.

Key words:microplastics; Risk Society Theory;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normative system

　 　 微塑料,泛指直径小于 5 毫米的塑料颗粒状物

质。 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保护海洋环境免受

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计划(GPA)》于 2015 年公

开的《Plastic in Cosmetics》研究报告给出的定义,
微塑料具有固体性、直径小于 5 毫米、不溶解、难降

解、塑料性 5 个显著特征。 微塑料具有原生与次生

两种来源途径:原生源主要包括日化用品,比如牙

膏、洗面奶、沐浴露等冲洗类产品中含有的塑料微

珠[1];次生源指代塑料制品,如垃圾袋、矿泉水瓶

等在自然降解或人工破碎后形成的塑料微粒[2]。
科学研究表明,微塑料基于生态循环,通过海洋、
陆地食物链进入动植物体内并对生物机能造成潜

在的危害[3 - 6]。 虽然目前尚未证实微塑料对环境

与人体机能的直接损害后果,但作为一种极具风

险性的潜在污染物,微塑料规制已成为迫切的现

实问题。 目前学界研究较少涉及微塑料的法律规

制方法及综合性法律体系的修正进路,在法学方

法论层面未对匡正微塑料污染问题形成制度合

力。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理论层面诠释微塑料

规范治理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环境法律体系对微

塑料污染的规制不足体现在哪里? 如何形塑微塑

料污染风险管制的未来法秩序? 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立足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对微塑料污染防治

的理论基础和规范建构展开讨论。
一、微塑料污染规范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法的规范治理源于治理客体存在实质损害的

可能性或风险值,即风险的存在水平决定了客体

应当受到法律规制的程度。 本文将重点阐释微塑

料是否存在足够的损害可能性与风险值,以至于

必须通过制度体系革新来规范其治理。
(一)污染风险的社会性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2003) [7]提出

的风险社会理论有助于理解微塑料污染的社会风

险性及其治理的必要性。 贝克认为,“人类历史上

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

种风险社会”,特定时代背景下风险产生的渊源、

社会影响及结果、风险规避方式存在不同。 在生

产力发展、科技进步与技术滥用的时代背景中,环
境污染的轮廓被放大并引发了潜在的生态风险,
转基因产品、生物技术、微塑料等新兴问题便映射

了生态风险的潜在性并引发了人们对科学不确定

性的反思。 那么,公众如何感知潜在社会风险呢?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个体在有害状态发生概

率不高及群体基数较大的“大众模型”中普遍存在

侥幸心理,他们自发行事并极易产生乐观情绪[8],
而公众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考虑最小化风

险。 “如果人们感到危害是可接受的或能有助于

其目标实现时,他们愿意忍受危害” [9]。 因而,相
较于环境污染风险,公众更愿意享受塑料制品为

自己生活带来的便利。 另外,科学技术的滞后性

使得人们也无法认识到微塑料的现实存在及其有

害结果。 然而,当潜在风险不断累积与放大后,风
险的潜在性便无限接近于现实。 微塑料伴随着大

气、水体流动进入到动植物体内,经由食物链循环

最终在人体沉积。 即便现有科学无法证实微塑料

对人体机能的损害结果,但是微塑料在人体沉积

这一事实难以辩驳。 从这个过程来看,微塑料的

风险社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第一,防范

微塑料进入人体的风险预防的预期落空,社会风

险转化为社会问题。 第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
微塑料损害人体机能的可能性被不断放大,微塑

料污染损害风险具有现实性。 第三,社会公众对

微塑料污染风险的感知能力增强、接受程度降低。
当损害风险几乎成为现实时,民众的焦虑情绪可

能引发社会矛盾。 第四,人体的微塑料沉积无法

基于现有医学技术加以治愈,风险预防落空后的

事后治理能力缺乏。
(二)污染特质的复杂性

风险图景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
随着世界场域的变化及社会发展的猛进,社会系

统的极端复杂性促使风险社会理论开始观察多元

因素对风险变化的影响,复杂性被认为是风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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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主要特征[10]。 从风险视角来看,微塑料污染

风险的复杂性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微塑料来源的复杂性。 在原生源方面,

日化用品使用后塑料微珠伴随废水进入城市污水

处理系统,具有较强的穿透力与迁移力的塑料微

珠最终进入土壤、河流、海洋等生态系统中[11]。 新

近研究还表明,微塑料来源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

势并且人类活动对微塑料产生的实际推进作用更

为显著[12]。 如尼龙、丙烯酸等纤维材料制成的衣

物在人工洗涤后产生了大量的微纤维丝,洗涤加

速微纤维丝的掉落过程并直接将其带入水体,微
纤维在自然环境中形成微塑料[13]。 除此之外,农
具、渔具、废旧轮胎以及建筑用土扬尘等物质也是

微塑料的潜在次生来源。
第二,微塑料形态的复杂性。 污染物一般具

有流体、固体以及射线等特定的形态特征[14],微塑

料的存在形态却具有模糊性。 从物理性质来看,
微塑料是指 5 毫米以下的固体微小颗粒。 但是随

着污染场域与途径的拓展,微塑料颗粒可能伴随

城市扬尘而漂浮于大气、伴随自然水循环而溶解

于水体,因此它也具有一定的流体属性[15]。 其形

态的复杂性使其规制无法仅仅局限于固体废物相

关法律,而在固废、大气、土壤、水体等法律框架内

作综合性、体系化的规制具有了必要性。
第三,微塑料有害结果的复杂性。 微塑料来

源与自身形态属性的复杂性导致了有害结果的复

杂性:首先,虽然微塑料对人体的影响尚未有科学

定论,但是微塑料对海洋、陆生生物的毒害结果非

常显著。 如海洋生物在微塑料摄入后,产生排泄

受限、生长发育缓慢、组织损伤与机体炎症等毒理

反应[16]。 其次,微塑料在自然环境中沉积,改变了

环境状态并影响了生物群。 如在湿地、沼泽等野

生动物栖息地,微塑料成为微生物和其他藻类生

物繁衍的载体,形成了微塑料藻类生物群体[17]。
最后,微塑料的事后治理能力缺失。 微塑料难降

解、难吸附、渗透性与迁移性强[18],目前没有成熟

的清理方案,这使得水体等环境中沉积的微塑料

难以根除。 因此,微塑料治理高度依赖风险预防,
进一步凸显了事前规制的极端重要性。

(三)风险利益的普遍性

塑料产品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风险

的扩散与社会化,微塑料的污染特质则进一步增

加了环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性。 然而,风
险社会理论并不单纯地批判这种风险的存在———
“存在即合理”:吉登斯(2002) [19] 认为,风险具有

两面性,它同样促进了社会创新与进步,现代社会

风险就是促进风险社会改良与进步的驱动力。 在

忧虑污染风险时,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也将最大

程度上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即“有序的社会制

度得以规避与消解风险” [20]。 因而将视野从微塑

料风险本身转向微塑料风险的利益性及其社会治

理体系。 风险利益是指因风险存在而受益的社会

主体的利益范畴。 风险利益的获得具有普遍性:
抵制塑料垃圾分类的社会群体是时间利益的获得

者,然而他们在时间上的受益导致了微塑料风险

的放大;生产塑料制品的企业也是获益主体———
商业利益驱使下的塑料生产企业及其专家系统既

是冒险者,也是风险利益获得者,他们“相互权谋”
地经营着塑料利用带来的利益与社会风险,在缺

少法律规制的背景下使环境风险陷入“有组织地

不负责任的境地” [21],并将风险后果转向边缘群

体及自然环境;规避微塑料风险的社会群体则促

进了新兴生产技术的开发与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问

世。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微塑料治理的规范体系,
明晰 “ 谁在冒风险? 对谁是风 险? 谁 承 担 风

险?” [22],对相关主体的风险利益、成本、法律责任

进行合理的分配有了必要性。
二、我国微塑料污染防治法律框架的梳理及

检讨

(一)我国微塑料污染防治法律框架梳理

整体而言,微塑料尚未进入我国环境法律体

系的规制范畴,不过这并不妨碍基于我国现行法

律体系框架,梳理哪些法律制度能够通过解释适

用的方式用于规制微塑料污染风险。
1. 原生源规制法律框架

原生源的规制主要是面向含有塑料微珠的日

化用品的使用规制,我国通过一系列的行业规范

标准来规制塑料微珠的使用。 2011 年颁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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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第 5 条确定了洗涤用品

生产的基本标准:“在正常以及合理的、可预见的

使用条件下,洗涤用品不应对人体健康、动植物安

全产生危害……对环境的影响应在可接受的范围

内”,这是国家标准层面限制日化用品添加塑料微

珠的基本原则,只不过所谓“可接受的范围”涵射

过宽。 2015 年颁布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在

3. 1. 1 款进一步确认了“化妆品安全风险评估”的
要求,确保其配方在“正常、合理及可预见的适用

条件下”不损害人体健康。 同时,《化妆品安全技

术规范》在 3. 8. 2 款还明确了动态规制的内容,明
确化妆品原料质量安全必须与“生产工艺与检测

技术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 2021 年 1 月 1 日施

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 55 条则进一步明

确了动态规制的情境,即“科学研究的发展”“对化

妆品原料安全性有认识上的改变”或“有证据证明

存在缺陷”。 上述规范标准与文件虽未明确提及

微塑料,但是其所确立的监督管理、防治污染、保
护健康的原则与内容均可适用于微塑料污染控

制,为微塑料等新致害物的治理提供了可能。 另

外,新近规范文件也关注到了微塑料本身的规制

问题。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

(2017 年版)》首次系统将塑料微珠添加剂及含微

珠的部分日化用品纳入高污染、高风险清单,从国

家规制层面对微塑料潜在风险作出了回应。 伴随

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及国际经验的普及,微塑料原

生源控制逐步进入立法视野。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9 年发布的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及于 2020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

染治理的意见》进一步整合了禁止生产与销售含

塑料微珠日化用品的分时段任务。 同年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九部委发布的《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

治理工作的通知》还初步明晰了日化用品中塑料

微珠的界定标准。 由此,我国正逐步形成原生源

控制的“塑料微珠禁令”体系。
2. 次生源规制法律框架

(1)塑料生产规制

《清洁生产促进法》第 2 条确立了“源头削减、
减少污染物产生与排放、减轻与消除健康危害”的

基本方针,并在 20 条要求产品设计“无毒、无害、
易于降解、回收利用”。 该规定为塑料制品材质与

特性选择划定了红线,有利于微塑料次生来源的

源头控制。 同时,“限塑令”政策体系对塑料制品

的定价、材质、特性、使用范围等作出了详细的规

制。 如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7 年发布的《关于限制

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商务部于 2008
年发布的《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

理办法》等文件,就市场流通塑料袋的价格、厚度

标准、回收利用标准、污染税收标准等内容作出详

细说明。 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发布

的《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则立

足新时代环境治理的要求,规划有序推进全社会

“限塑”转向“禁塑”。 理想状态下“限塑令”落实

到位将大幅降低微塑料的次生来源。
(2)塑料垃圾处置规制

第一,微塑料陆源污染控制。 陆源污染控制

主要从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两个方面为

微塑料规制谋求法律依据:一是《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 20 条确立了“土壤有毒有害物质筛查评估”
“公布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的规则,通过更新

名录与扩大解释法律适用范围,微塑料可纳入该

法“土壤有害物质”的规制范围。 同时,该法第 25
条还就污水、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运行标准作

出规定,可视作微塑料监测设施更新、防范微塑料

通过废水与废物渗入土壤的法律依据。 该法第 26
条关于农用薄膜使用控制以及国务院《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确立的农膜标准化体系,则从塑料

薄膜规范利用与处置的层面降低了微塑料产生的

风险。 二是《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5 条确

定的主体责任原则、第 56 条“污染排放数据实时

公开”以及第 93 条确立的污染防治产业化规模化

模式,为微塑料污染主体负责、监测、防治塑料废

物二次污染以及规模化治理提供了行动依据。 另

外,该法第 36 条就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处置等流程的污染防治责任作出了规定,在
工业产品中使用塑料微珠,须在微珠产生、处置、
责任分配等方面适用该条的限制性规定。

第二,微塑料水源污染控制。 水源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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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淡水水体污染与海洋污染控制两个方面。 淡

水水体污染控制以《水污染防治法》为基础,该法

第 32 条确立了“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更新……
风险管理” “评估环境风险……公开水污染物信

息”规则。 在水环境中,微塑料通过溶解与化合,
存在转化为毒性物的可能,该规定为微塑料纳入

“有毒有害水污染物”提供了依据。 同时,国务院

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 4 章第 12 条还

就“微量有毒污染物处理” “新型水污染物风险评

估”及技术革新作出规定,此规定可具体适用在微

塑料等潜在有毒污染物的水体减量及治理上。 海

洋污染控制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基础,该法在

防治陆源污染物、防治倾倒废弃物、防治工程项目

污染海洋环境 3 个方面确立了禁止性规则,为微塑

料海洋防治提供指引。 第一,该法第 33 条对“不
易降解的有机物”等陆源污染物的排放进行严格

控制。 该条对陆源微塑料等有机化合物的海洋含

量控制奠定了基础。 第二,该法第 56 条明晰了国

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废弃物毒性、毒质含

量”拟定废弃物评价标准及名录的权责。 微塑料

作为直接废弃物与化合反应后的有毒物质,扩大

解释后可依此条规定纳入海洋废弃物控制范围。
第三,该法第 45 条是关于“不具备有效治理措施”
的海岸工程项目的禁止性规定。 可用于解释塑料

生产工业及其他含塑工业在海洋环境周围排放

“不具备有效治理措施”的微塑料产物的违法性。
除《海洋环境保护法》,上述 3 个方面的禁止性规

则还体现在《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防止拆船污染

环境管理条例》《防止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

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中。 从法律逻辑

与语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这些法律法规皆可拓展

用于微塑料污染海洋环境的规制。
(二)现行法律框架的规制困境及原因分析

1. 现行法律框架的规制困境

通过法律梳理可以看出,针对微塑料原生源

与次生源控制,我国有多个层次和领域的监管法

律体系,但这一法律框架体系也呈现出诸多问题,
可从以下 3 个方面来阐释。

第一,法律认知基础缺失。 法律规制水平仰

赖于社会认知对其威胁性的认识程度,而现阶段

技术水平下决策者对微塑料认知的有限性,使微

塑料法律规制成为非最优决策目标[23]。 现行法律

框架便体现了对微塑料的基本概念认知与解释不

足的问题:首先,现有框架无法对微塑料是否是

“法律上的污染物”作出阐释。 《环境保护法》在第

42 条通过列举的方式详述了“法定应防治的污染

物”的种类,依其列举,微塑料无法纳入该条“法定

污染物”的范畴[15],因此,微塑料规制缺少环境基

本法律的确认。 其次,现有法律框架无法对微塑

料的标准化作出解释。 微塑料指代直径小于 5 毫

米的微粒,这一定义源于环境科学领域对微塑料

一般性质的理解。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能以 5 毫米

为法律标准决定含塑料微珠产品的准入与禁用。
2020 年发布的《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的通知》在日化用品限制上以“有意添加粒径小于

5 毫米的固体塑料颗粒”为规制界限,便将含有超

5 毫米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的规制排斥在外,难以

充分因应全面防范微塑料原生源风险的需求。 最

后,现行框架无法对微塑料的毒害性质作出阐释。
《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会通过

更新有毒有害物质名录的方式动态调整法及其他

行政规范的适用范围。 然而,现行《优先控制化学

品名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却均未将微塑

料及其主要成分聚乙烯、聚丙烯、POPs 等纳入治理

范畴。 在法律规制缺失的情况下,《优先控制化学

品名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也无法通过动

态调整确认其“有毒有害”,那么自然也无法基于

体系解释的方法将微塑料归于“危险废物”,加之

“法律上的污染物”认知也不明朗,使得微塑料的

具体风险防范措施失去意义。
第二,现行法的实效性不佳。 法律框架梳理

表明,我国当前微塑料的原生源规制以日化用品

成分限制行政规范为主要内容。 针对日化用品成

分限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 《关
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仅从政策命令的角度提出了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

产品的任务,在塑料微珠的具体定义、来源、治理

责任人、监管措施、法律责任分配等方面,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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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皆未提及。 同时,现有的塑料微珠规制政策文

件层级不高、效力偏低,政策稳定性也存在一定的

隐患。 就法的实效性来看,根据笔者的调研结果,
即便是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

染治理的意见》等文件相继明确了含塑料微珠产

品的淘汰规定并施行,70% 以上的被调研对象仍

对是否关注其购买的护肤类化妆品含有塑料微

珠、是否明晰塑料微珠这种物质及其环境有害性

持否定答案,这凸显了现行塑料微珠禁令在消费

者规制层面的效力疲软与制约力不足。 同时,在
2020 年相关塑料微珠禁令颁行以后,也有研究对

去角质啫喱、磨砂膏等部分采样化妆品中塑料微

珠的含量进行了实验测试,结果表明采样化妆品

中的塑料微珠含量均在 1%至 5%之间①。 这也表

明塑料微珠禁令在生产者规制层面的实际效用还

存在提升空间。
第三,法律解释方法的局限性。 在微塑料次

生源规制上,法律体系中的大部分法律法规皆以

扩大解释的方法来勉强覆盖微塑料风险治理的范

畴,而反复在既有法律体系中适用扩大解释的方

法存在一定的法理隐患与效果担忧。 法理学观点

认为,扩大解释的意义择取点一定是落在法律概

念的内涵中[24]。 存在的问题:一是微塑料不是既

有法律概念下的“法定污染物”,即便学理对此可

通过扩大解释作出推论,但微塑料治理适用既有

环境法律,是否符合现行法的立法精神与文义本

质? 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在我国农用地

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日趋严峻的背景下,用于高

效管控土壤污染与促进土壤状况整体向好的行政

规范,它偏向于“短平快”的运动式治理风格。 该

规范虽然在文义上可扩张到微塑料的治理,但是

微塑料在土壤环境中的潜在性与分散性使其治理

明显不符合该规范推进土壤污染集中整治与高效

治理的宗旨。 二是微塑料在不同法律中的扩大解

释还可能存在矛盾冲突以致无法适用的情况。 如

在陆域微塑料损害海洋环境的情况中,《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36 条明确了须通过工业固体

废物台账回溯与查询来规范固体废物的生产与跨

域处置,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45 条则直接禁止

了在沿海陆域的“不具备有效治理措施”工业项目

的上马。 如依扩大解释的方法将此二条适用于微

塑料,便在同一情境中产生了法律适用矛盾。
2. 规制困境的深层原因分析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风险

是充满复杂性与偶然性的社会系统,它的发生具

有差异性。 对此风险与彼风险、对风险此要素与

彼要素差异性的区分认识,是理解社会多元化状

况的重要方法[25]。 从差异的视角来看,微塑料法

律规制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惯性思维下立法

者未将微塑料与环境法律规制的其他现象区别开

来,忽视了微塑料属性的高度差异化为其规制带

来的特殊风险。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维度。
第一,规制客体的差异。 塑料污染风险标示

出微塑料等子风险系统,微塑料风险系统进一步

分化出其问题与方法论。 因而需要对塑料与微塑

料两个问题域进行区别观察。 现行法律框架主要

是针对塑料污染规制而设立的:从 2019 年中国签

署《在巴塞尔公约下进一步采取行动应对塑料废

物》的决议,到国内“限塑令” “水十条” “土十条”
以及垃圾分类、固废管理、海洋管理等政策的升

级[26],塑料污染在源头减量、过程控制与回收处置

等方面已具备完善的规制方案。 其核心目的在于

源头减少塑料制品的生产与防治塑料废物流入土

地、海洋等环境。 然而,立法对微塑料的处理却没

有“另起灶炉”,而是将微塑料视为塑料的一种类

型,将二者作为一个问题域加以规制。 即便是在

“限塑令”体系中单独列出塑料微珠禁用的命令,
微塑料的治理宗旨、内容、方法等也趋附于塑料治

理的政策框架,对微塑料风险差异化观察的缺失

使得微塑料风险的社会沟通存在障碍———立法者

与社会公众都处于风险的“认知盲区”。 在禁用塑

料制品的社会浪潮中,规范与舆论不会重视微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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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风险并将之默认归类为塑料风险。 进而,塑料

与微塑料规制的立法类同化与观念类同化导致了

现行法律框架在微塑料性质上的法律认知基础

缺失。
第二,规制体例的差异。 我国的环境法律体

系以要素保护为核心,注重个别环境要素的单行

法规制[27]。 这种偏向要素保护的法律框架忽视了

环境要素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客观现实,在微塑

料等综合管控需求较强的污染源治理中施展乏

力。 同时,要素保护的单行法思路还反映出各个

单行法律部门在环境执法与监督治理机制建构上

的分裂、矛盾与不协调的问题[28],生态环境整体保

护与综合执法的理念未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得到体

现,这也会导致微塑料源头治理监管、排放监测执

法与联动治理机制的缺失。 另外,微塑料的存在

不限于海洋、大气、土壤等场域,在多元场域交织

中它可能会发生异变与增强毒害作用,而单一要

素治理与分割立法的通路无法对这些交错叠加的

复杂问题提供“塑成系统”的综合性解决方案,表
现为微塑料规制的法律体系化整合不足。 这使得

微塑料实务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扩大解释的方法

在诸多要素性法律中寻找应对方案,导致法律适

用矛盾困境的产生,最终引发深层次的治理危机。
第三,规制理念的差异。 如果将环境风险视

为一种信息,那么在媒体话语与社会舆情关注压

力下的具有迫切解决需求的风险信息便会得到立

法者更多的关注,由此生成 “压力型” 立法[29]。
“压力型”立法可用于促进某一环境问题的及时解

决,如区域空气污染损害了社会公众健康,社会舆

论对清洁空气的直接需求使得大气污染风险具有

了治理上的优先级。 然而,“压力型”立法却难以

对潜在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及远期机制的建构产

生积极作用。 “限塑令”政策便是比较典型的“压
力型”立法结构,在短期内限塑政策对公众及商业

场所使用塑料制品的制约力比较强。 同时研究表

明,随着时间变化与政策关注度减弱,“限塑令”政
策效力减退趋势非常显著[30]。 2020 年发布的《进
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在进一步强化限

塑政策内容外,还对塑料微珠的使用提出了分段

逐步禁止的规划方案,这就是以“压力型”强化微

塑料源头控制的表现。 但是,不同于塑料制品,微
塑料对人体危害的模糊潜在性使之无法编织充分

的社会信息,难以直接“捕获”社会舆论的焦虑情

感,在执法层面无法形成“压力型”立法的短平快

执法动力。 我国塑料微珠禁令难以在消费者与生

产者层面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便反映了“压力型”
微塑料立法理念对法的实施效果与社会教化的消

极作用[31]。
三、微塑料污染管控的域外经验借鉴

(一)微塑料规制的国际公约规范体系

国际法层面主要是针对微塑料的次生源进行

了规制,表现在国际公约对危险性废物倾倒、跨界

转移的控制上。 1972 年发布的《防止倾倒废物及

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以下简称“1972 年

《公约》”)明确了“可能危害人类健康,损害生物

资源和海洋生物”的海上倾倒废物行为的事先审

查机制与禁止机制,将“耐久塑料及其他耐久性合

成材料”的倾倒纳入禁止黑名单。 在此基础上,
1996 年发布的《〈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

洋的公约〉议定书》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规制方案,
它将 1972 年《公约》倾倒海域的范围扩大至内水,
并通过白名单的形式否决了一切不在名单之内的

海洋废物倾倒行为,从理论上隔绝了“耐久塑料”
这一微塑料次生源的海洋倾倒。 同时,在陆源次

生源控制上,1989 年发布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

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以下简称“《巴塞尔公

约》”)在缔约国义务层面,明确了“保证提供充分

的处置设施用以从事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环境

无害管理”,并“防止管理工作中产生污染,尽量减

少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的法律义务。 相

较于 1972 年《公约》,《巴塞尔公约》所涉及的“应
加控制的废物类别”涵射广泛,附件一部分规定的

“金属和塑料表面处理产生的废物” “有机溶剂产

生的废物”等废物均涉及次生微塑料的产生与传

播[32]。 除此之外,在微塑料的原生源规制上,目前

主要是通过多边倡议与评估报告的方式鼓励公众

与企业在原生源源头减量上有所作为。 如欧盟在

2018 年 5 月公布了《欧洲循环经济中的塑料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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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倡议性地提出微塑料产品的规制方案,要求

成员国在 2020 年前禁止在化妆品、清洁产品等产

品中添加塑料微珠。 2018 年欧盟的《循环经济行

动计划》旨在培育“创新的欧洲塑料工业”,就化妆

品、轮胎、纤维制品等含有塑料微珠的产品的认

证、统一标签、利用回收及处置等流程提出一系列

规制方案,进一步推动了对塑料产品的“负责任地

利用”。
(二)美国州立法与联邦《无微珠水域法案》
在微塑料原生源管控方面,美国州立法先行

并带动联邦立法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4 年,美国

伊利诺伊州首次立法明确禁止出售添加塑料颗粒

的个人护理品,这是塑料微珠禁令的最早形态。
为了给生产者与消费者一个缓冲期与适应期,伊
利诺伊州分阶段地生效该法案———明确截止到

2019 年前全州全面禁售含塑料微珠产品的任务。
当然,由于立法技术与法律术语上无先例可循,这
一法案在可降解与不可降解塑料、塑料微珠等名

词的解释上造成了较大歧义。 在此之后,美国缅

因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州相继通过了塑料微珠禁

止法案,表明了各州微塑料污染治理的紧迫性与

现实性。 由于各州经济发展状况与环境治理水平

的差异,各州法案的塑料微珠禁止程度也不相同。
如伊利诺伊州对可进行生物降解的塑料微珠进行

豁免,而加利福尼亚州则将可生物降解塑料微珠

纳入禁止范围。 州立法的差异性与微塑料规制的

必要性推动了联邦立法的出台。 2015 年年底,美
国对《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进行修订,在其

体例下通过了《无微珠水域法案》 (以下简称《法
案》)。 该《法案》以分阶段管控的方式明令各州逐

步禁止销售含有塑料微珠的冲洗型化妆品。 在该

《法案》的作用下,《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进
行了相应的修改,并确立了降低、并最终禁止含有

塑料微珠的化妆用品的生产、销售及州际贸易的

法律目标[33 - 34]。 当然,《法案》仍存在规制局限

性:一方面,《法案》仅规制在个人护理品中添加塑

料微珠与销售、进出口相关产品的行为,无法有效

涵盖微塑料原生来源的广泛领域;另一方面,《法
案》在塑料微珠定义以及标准化层面的规制存在

空缺,难以针对塑料微珠的生产、销售过程建立全

方位的监管体系。
(三)域外立法的启示

微塑料污染损害及其治理的规范化是一个全

新的研究领域,当前域外实践也不充分,但仍可从

中获得一定的启示:一是微塑料原生源的立法管

控至关重要。 以日化用品为起点,推动含塑料微

珠的生活用品、工业产品等原生源的生产技术升

级与品质改造较为迫切,目前加拿大、韩国、英国

等国家在 2018 年陆续颁布了旨在推动家庭用品去

微珠化的条例法案,在此基础上,我国立法也应制

定单独的细化条例来应对微塑料原生源的现实风

险。 二是微塑料次生源的管控应确立整体性治理

与综合管控的规范体系。 在陆地、海洋等环境中

的危险废物、塑料制品的规范化使用与处置至关

重要。 应当建立微塑料污染风险评估、跨界转移

预防以及公平救济的广泛规则,以此实现微塑料

次生源的综合监管。
四、我国微塑料治理的规范路径

(一)确立微塑料治理的基本理念

1. 促进风险沟通

微塑料污染风险具有社会性,风险沟通则是

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方略之

一。 作为潜在的风险源,微塑料对公众健康、自然

生物机能、食物链循环、生态环境等都具有较大的

威胁。 同时,限塑措施也可能导致公众生活行为

不便、替代产品效能降低、部分群体经济利益受损

等复杂结果。 在此背景下,微塑料治理的首位理

念是促进风险的社会沟通:作为微塑料风险信息

统合方的政府及环境 NGO,在厘清微塑料损害对

象与效果的基础上,通过汇总、发布持续的风险信

息,回应公众关切,提高微塑料损害预防的专业信

息供给。 关注公众的消费行为与心理的变化,通
过多元途径引导公众采取风险更低的社会行为,
寻求社会各主体,尤其是利益受损主体对微塑料

风险的理性理解[35]。 通过风险沟通,在风险预防

端口有效降低微塑料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构建危

害预防的社会共识与增进行动互信。
2. 推进长效治理

微塑料污染特征的复杂性使其面临长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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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迫任务。 不同于运动式治理的定点、非持续

性治理、非制度化特征,长效治理机制注重由点到

面治理、整体性与制度化治理,强调政策运作的稳

定性[36]。 长效治理在治理成效与制度建设上具有

优势,适合微塑料等复杂问题的实务处置。 微塑

料污染的长效治理理念应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第
一,全过程治理。 与微塑料特征复杂性相匹配,规
制体系应覆盖原生源与次生源,作用于相关产品

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回收和处置的所有环节。
第二,全过程监管。 通过确立与完善监管机制,在
陆源与海源防控层面关注微塑料分布动向。 通过

公众参与,扩大社会监管的适用范围,对违规产生

微塑料废物的主体,确立主体责任制度与罚则。
第三,治理法治化。 法治化是建立长效治理机制

的必然要求。 在确立一系列治理与监管政策后,
还须通过综合性法律规范将微塑料治理政策确定

下来,增强被治理主体的认同与规范意识,建立稳

定长效的微塑料治理规范体系。
3. 分配风险利益

微塑料风险利益普遍存在,确立分配风险成

本与利益的合理方案便是促进微塑料规范治理的

基本理念。 分配风险成本与利益主要是对相关责

任人与管理人的法定义务与权利进行声明。 如在

原生源控制层面,立法可对含有塑料微珠的产品

征收消费税、环境友好税或者要求生产责任人对

其产品含有塑料微珠的必要性及是否存在替代材

料进行说明;在次生源控制层面,强化塑料制品、
建筑用石灰等微塑料来源物的使用主体负责制,
推动微塑料产生的“污染者付费”,严格控制污染

的跨境转移与推进有偿转移,对违规乱丢垃圾、不
按标准对塑料分类的居民进行处罚,等等。 通过

责任义务条款,风险利益归受害者,风险成本归责

任者,由此可防范风险利益失控带来的风险扩张,
引导微塑料有序治理结构与责任体系的形成。

(二)建构微塑料治理的核心制度规则

1. 建立微塑料认知的标准化规则

通过标准化,可有效消解社会认知与法律认

知的局限性,扩大社会公众的知识边界,逐步将微

塑料纳入社会风险关注与法律规制的范畴。

第一,须明确禁用的微塑料的基本特征及监

管措施。 考虑到微塑料污染的交叉性与流动性,
如果在原生源端口控制不力,那么其他源头的治

理也失去了意义。 因此,我国应确立禁止添加使

用塑料微珠成分的规范标准,通过修订《洗涤用品

安全技术规范》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等技术标

准及国务院相关条例来明确不同产品场景中塑料

微珠禁用的幅度。 在明确禁用幅度后,还应明确

塑料微珠的标准化特征。 国际通行标准一般仅规

制直径小于 5 毫米的塑料微珠,我国法律规范可进

一步扩大塑料微珠的管制范围,对日化行业生产

过程中添加较大塑料颗粒的实际情况进行风险模

拟与全方位监测,对使用后可能降解为塑料微珠

的大尺寸颗粒作禁用规制,防范微塑料风险的扩

大化。 同时,就监管标准来说,目前实施的强制性

国家标准,如《化妆品卫生标准》《化妆品安全性评

价程序和方法》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等条款

内容滞后,未来应逐步修订个人护理、洗涤与化妆

用品生产使用的国家标准与确立检测技术规范,
将微塑料纳入管控范围,遵循禁用标准,细化微塑

料监测方法与程序,推进微塑料原生源端口的强

制淘汰。
第二,标准须明确微塑料的污染物属性及其

有害性。 如上所述,现行环境法律体系无法对微

塑料的污染物属性作出回答,微塑料的有害性也

未得到相关环境标准规则的确认。 这导致了微塑

料治理产生了“规范中空”的现象。 未来需要修订

完善《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基础性法律

规范关于法定污染物列举的内容,增加兜底条款

以涵射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明确存在污染风险

的新物质的法律可规制性。 同时,结合微塑料传

播途径及领域风险的高低将微塑料纳入《优先控

制化学品名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有毒有

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等标准名录名单内,明确微塑

料的毒害性。 由此,以其毒害性来促进其法定“应
防治”,使微塑料纳入法定“应防治的污染物”的范

畴。 最终从法律认知的层面达成微塑料规制必要

性的共识。
2. 强化微塑料的监管规则体系

相较于原生来源的单一性,微塑料次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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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广泛、污染要素与后果更加复杂,有必要在次

生源源头减量与行动控制层面设立监管规则。
第一,促进源头减量,强化“限塑令”政策机

制。 在限塑政策背景下,可降解塑料袋、纤维织袋

等替代品的使用仍存在环境风险,尤其是可降解

塑料袋的自然降解,成为微塑料产生的潜在风险

源。 因此,“限塑令”体系应进一步针对微塑料风

险源完善塑料制品生产与使用的详细规则,提高

塑料制品的准用门槛。 2020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

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已经确立了 0. 025 毫米以

下塑料袋、不可降解塑料袋、0. 01 毫米农用地膜、
塑料餐具、快递包装的禁用与减量规则。 在推动

已有政策落实的基础上,一方面应进一步确立易

降解塑料制品市场流通的细分标准,根据材料稳

定性与自然降解程度,对易自然降解的塑料袋、餐
具、泡发材料等制品作使用限制,明确相关制品使

用者的垃圾投放义务;另一方面应完善替代品规

则,设立替代品名单,鼓励纸袋、PLA 材料制品等

替代产品的市场流通与使用,从源头上强化微塑

料的风险规范。
第二,推动行为管控,强化生活垃圾分类政

策。 对市场存量塑料制品,如可降解塑料袋、餐
具、泡发材料等制品的管制须依赖生活垃圾分类

政策的行为管制力。 未来应以 2017 年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确立的

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为原则。 一方面,推进社区

风险沟通,完善塑料分类指引规则,增强社区垃圾

分类的行为意识;另一方面,可针对易降解的塑料

废物及其他易分散的塑料生活垃圾设置专用投放

垃圾箱,通过管理责任人制度来监督分类行为。
同时,纤维衣物、塑料玩具、家用皮具等可回收且

易降解的产品,可通过设置公益回收箱等规范引

导其回收,从消费者源头上防范塑料废物等流入

自然环境。 另外,生产者行为的管控也至关重要。
相关法律规范须确立塑料纤维产品的生产者的回

收处置责任,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
为依托,确保生产者的产品责任扩张到环境责任

领域,为产品回收利用与处置提供生产端的解决

方案。 由此形成消费者与生产者承担行为责任的

两条路线,最大程度贯彻微塑料风险利益分配与

成本分担的基本理念。
第三,确立塑料制品使用的税费规则。 税收

政策对行为的激励效应非常显著[37]。 目前,我国

消费税税基仅包括一次性木筷、实木地板、铅蓄电

池等环境损害型产品,未来应面向环境损害型产

品扩容税基,针对塑料制品的生产与使用征收消

费税,以税费为杠杆调节塑料制品的存量。 通过

塑料制品税费规则,可促成 3 种效果:第一,生产者

塑料制品生产成本抬升,易产生微塑料的塑料制

品失去市场竞争力,减轻塑料源头减量监管的压

力;第二,通过税费手段提升购买成本,降低公众

使用塑料制品的意愿,减轻塑料使用行为监管的

压力;第三,以消费税补偿新技术的研发,促进了

环境友好型材料的上市推广。 当然,受制于塑料

制品的价格与产业规模,在消费税税目下对塑料

制品征税未必能达到限制塑料制品使用的理想作

用,况且消费税的规制初衷也不是为了环境保护。
因此,还应考虑发挥多税目的协同作用,对易产生

微塑料的塑料制品的使用,如可降解塑料袋,确立

资源税、环境税与消费税的整合机制与多重加码

机制,在合理价格范围内最大限度降低生产与消

费市场对塑料制品的依存程度。
3. 优化微塑料综合治理的规则体系

虽然目前的法律框架通过扩大解释的方法可

鞭及微塑料规制,但是立法宗旨相左与不同法律

适用矛盾等问题影响了法的实施与微塑料治理的

成效。 为此,应贯彻长效治理的理念,确立跨领域

的微塑料综合性治理方案。
第一,建立微塑料风险的评估机制。 对土壤、

海洋等环境中的人类活动和经济项目进行微塑料

的风险评估是推进事前预防的必要条件。 土壤环

境中使用的有机堆肥、塑料薄膜等物质与海洋环

境中进行的海底原油开采、海水晾晒制盐等活动

皆存在微塑料污染风险,就此有必要在各领域法

律架构内提出微塑料风险评估的专门条款,建立

统一标准的微塑料风险评估机制,提升污染风险

管控的规则门槛。 如针对土壤环境中的微塑料风

险,从《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农用薄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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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等行政法规修改解释入手,主要从堆肥成

分、塑料薄膜耐久度以及农村牲畜粪便消纳、无害

化处理能力几个方面规定微塑料零排放的强制性

标准,评估现有产品与项目的合规性。 针对海洋

环境中的微塑料风险,则应确定海上、海陆交界工

业项目及娱乐项目的排放标准,修改解释《海洋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定》等规范确立的“重要生

态区域环评” “实质损害”等规则,将微塑料等潜

在、污染流动性大的风险作为评估指标纳入海洋

项目环评的范围。
第二,建立微塑料跨界转移预防机制。 微塑

料跨域污染属性突出,为预防其跨界转移,首先须

强化微塑料属地治理。 属地治理主要应围绕微塑

料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场域,如陆域、海域、空域来

分别建立治理机制。 如针对陆域土壤环境,产品

质检部门与环保部门须明确微塑料检测的科学标

准与方法,结合《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4284 - 2018)等污染控制指标,对农地堆肥、农用

塑料薄膜等产品的微塑料风险进行评估,提升产

品使用标准,减少土壤微塑料污染源。 其次应出

台跨域联动综合治理规则,以消除实务中规则不

统一、微塑料治理法律依据矛盾丛生的现象。 以

陆域与海域联动治理为例。 在《环境影响评价法》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定》等规范的指引

下,应修订规则来明确具有微塑料污染风险的陆

地与海洋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增加微

塑料污染风险评价的内容与统一评价标准。 同时

还须明确含微塑料工业废物的转移规则,禁止或

限制陆域工程项目向海域排放或海洋工程项目向

陆域排放含有微塑料的工业废物,推动陆域与海

域微塑料综合治理的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最后应

逐步统一陆域、海域及其他领域微塑料风险评估

与监测机制的幅度与标准,避免治理门槛此长彼

短,防止单一生态系统标准的降低导致微塑料风

险扩张至其他生态系统的现象发生。
第三,建立微塑料风险的公平救济机制。 微

塑料综合治理规则还应设立公平救济的机制,通
过严格的法律责任配置来调整行为主体的风险利

益与成本,以保障源头端减量规则的执行力与成

效。 具体来说,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 《农用薄膜管理办法》以及“限塑

令”等涉及微塑料源头治理的法律法规的修改中,
须夯实公法层面的国家救济责任。 如通过强制责

任保险制度,明确塑料制品生产方与大型商场、农
贸市场等塑料制品使用方的规范义务及对塑料产

品质量不合格或产品违规流通使用等问题的赔付

责任。 通过完善社会救济与公众参与机制,发挥

环境 NGO 及社区机构在微塑料信息分享、风险沟

通、社区行为引导及监督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
另外,公平救济机制还应从私法救济方面着手,在
落实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微塑料污染

损害的隐蔽性确立风险制造者的付费责任,如完

善《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

理条例》的责任承担条款,审查海岸工程项目方排

放废弃物的程序合规性,确保微塑料传播的零风

险,否则追究微塑料风险来源责任方造成生物机

能受损、环境受损及其他潜在危害的无过错责任。
(三)完善微塑料治理的综合性法律制度体系

未来应针对微塑料这一问题,制定微塑料综

合治理的细化条例,在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框架下

补充微塑料治理的基本原则与核心标准,从而构

建全方位、综合性的微塑料规制规范体系。
第一,制定微塑料管理条例。 在环境法律体

系框架下,未来应促成微塑料规制独立成法。 可

考虑制定专门性的 《微塑料污染预防与管理条

例》,为要素综合治理与全过程监督管理提供保

障。 《微塑料污染预防与管理条例》主要应围绕微

塑料从有到无的过程,整合微塑料的核心标准概

念、塑料微珠原生源与塑料制品等次生源的源头

减量、“限塑令”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所确定的塑

料污染行动方案、微塑料风险治理与监管、法律责

任配置等核心规则。 通过综合性立法与过程型立

法,消弭微塑料规范适用矛盾、政策效力衰退等问

题,促进微塑料长效治理机制的证成。
第二,推进各部门法律规范的内容修改与衔

接。 应进一步对《环境保护法》的基础性条款进行

修订,将微塑料纳入“其他应防治的污染物”的范

畴,明确微塑料这一污染物在环境法律体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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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防治”,框定微塑料的法律可规制性。 同时,还
应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法律框架中分别确立

微塑料治理的基本理念与核心标准,如针对海洋

微塑料污染风险,协调《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海

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

规范关于海洋工程环评、废弃物跨域处置与海洋

生态恢复等方面的内容,增加微塑料环评程序、微
塑料废弃物属地处置、微塑料风险制造方付费等

制度,确保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落到实处。 此外,
基于微塑料整体性治理与全过程治理的倡议,多
部门法律的联动也至关重要。 应协调《土壤污染

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在促进微塑料全过

程治理、跨领域转移风险防范、主管部门权责关系

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分配与风险沟通等方面的

规范作用,形成微塑料跨领域治理的规范合力。
第三,修改环境要素技术标准与产品标准。

如在农地薄膜产品的使用上,对《农地薄膜行业规

范条件》《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等国家

标准进行修订,结合薄膜分解为微塑料的实际情

况,主要提升薄膜产品的厚度、耐候性、拉伸性、自
然稳定性。 在日化用品与护理用品的使用上,针
对微塑料等对人体具有潜在危害性的物质,提升

现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

规范》关于产品安全性风险评估与产品添加剂的

标准,明确产品的安全性评估程序、方法中包括微

塑料检测的内容。 总之,针对微塑料产生、污染认

证、监测等内容对现有的国家环境要素技术标准

与产品标准进行修订,由此可为微塑料治理规范

体系的实施提供工具方法与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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